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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开罗会议的召开和盟军方面对战事的关注，使

得常德会战关系到中国军队的国际声望和中国在世界

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地位，于军事价值之外具有了特别重

要的政治意义。蒋介石和重庆认为此战“为中外观瞻所

系，不容稍馁”[5]1210，故而高度重视并全力投入。开罗会议

的召开，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会战的进程并影响到

最终的战果。
四、常德会战简评

常德会战是日军第 11 军为摧毁第六战区的有生力

量而对常德地区实施的一次局部有限攻势。会战中，国

军按惯用方针制订了第一线兵团利用有利地形逐次抵

抗消耗敌人，然后吸引日军至常德周围，并以其为核心

而包围击破之的计划。但是会战中国军并未能完全贯彻

最初的作战构想，最终形成了此役伤亡 5 万之众，第 57

师虎贲之师近乎全军覆没的“惨胜”之局。但是常德会战

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支援了盟军的作战。开罗会

议的召开，加速了会战的进程并影响到会战的结局，中

国军队特别是守卫常德的第 57 师官兵的英勇表现，提

高了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的国际声望，增强了国际人士对

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提升了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

战场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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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陆最早的三所女子教会大学是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北京，1905）、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州，1908）和金陵女子大学（南京，

1915）。在这三所教会女子大学里，由于特殊的内部结构与环境因素，使得三所女子大学的管理呈现出不同于男性大学的管理特

征，即女性化、亲情化管理倾向。
近代 教会女子大学 “亲情化管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在中国的通商口岸

已达到 15 个，教会到中国内地传教也获得了合法身份。
随着社会舆论对教会女校的偏见逐渐减少，公众渐渐看

惯了中西杂处的环境，女子高等教育也因此进入迅速发

展阶段。1860 年之后的教会女子学校在生源、校园条件

和教学质量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多变化。著名的传教士李

提摩太主张教会大学应该吸引上等阶层子女，他感到以

前的教会学堂把生源放在下层民众中是错误的。李提摩

太认为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中国人对洋人的态度已经发

生了普遍的转变，教会应该提供科学、数学、西方语言等

课程，以引起中国人的新兴趣[1]16，也只有依靠中国的上层

人士皈依基督教或对基督教的友好态度，才能对其他阶

级产生强烈的影响。在此倡议之下,中国的教会学校不再

免费招收穷苦孩子，而是开始以买办等富有家庭的子女

为主，办学宗旨也由原来的慈善行为变为经营行为。同

时，由于实行收费教育后，教会女校在软硬条件上也都

得到了迅速改观，教会大学的管理工作就有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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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陆最早的三所女子教会大学是华北协和女

子大学（北京，1905）、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州，1908）和

金陵女子大学（南京，1915）。在这三所教会女子大学里，

由于特殊的内部结构与环境因素，使得三所女子大学的

管理呈现出不同于男性大学的管理特征，即女性化、亲
情化管理倾向。

一、教会女子大学的亲情化管理产生的基础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政策，

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办学得到更大的许可，所以到 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从南到北都已经设立了教会女子学

堂。1901 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并进行大幅度的教育

改革，建立了统一的学制，并于 1905 年完全废除科举制

度。这些举措又为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使得西方学校的模式、课程设置甚至管理制度都从教会

学校中蔓延出来，成为我国学校的普遍模式。教会女子

大学就是在教会女塾的前期探索和清政府教育改革的

形势之下渐次发展起来的。因为教会女塾在生源、社会

环境与民众认可度等问题上做好铺垫，中国公众对于女

性接受教育的态度已有所转变。但对于女子接受高等教

育，甚至出国留洋这种新鲜事物，还是只有少数的上层

社会才可以接受的，女子的高等教育形势仍不容乐观。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女子没有必要接受太多的教育，而

且教会学堂规定女子不可以缠足，也使家长们担心天足

的女子难于嫁人而不愿意让女孩放弃缠足。再加上比较

昂贵的教育经费和必须远离家乡外出求学等现实问题，

更加重了家长的担心，所以，在早期的教会女子大学里，

仍然面临着女子走出家门难和不缠足难的现状而产生

的招生困难。据美国人卢茨所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统

计，在女子教会大学创办之初，学生入学率低到惊人的

程度：创办于 1905 年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至 1909 年

仅有 4 名毕业生；1910 年仅有学生 8 名；1912 年才有

20 名。1908 创办的华南女子文学院，至 1920 年才有在

校生 20 名。创办于 1915 年的金陵女子大学，开学时仅

有学生 8 名（也有说 9 名），教师 6 人[1]127。

在这种情况下，女子大学就显得非常冷落，办学条

件也十分简陋，正如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在回忆录中所

提到的那样，初创的金陵女子大学设立在南京百花巷的

一家官吏旧宅中，空落落的院子，二十间宿舍只住了四

个人，一到夜晚，院里漆黑一片，没有电灯时会显得非常

可怕。因此，这是一个极其弱势的女性群体，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环境里，这个女性群体必须面对着如

下的困境：一是与男权社会的抗争和身处男权社会环境

中的危险，这一点至关重要也非常艰难。如华北协和女

子大学前身的贝满学校，在义和团叛乱中曾遭受房屋被

毁、三分之一的学生被杀的严重挫败，此事再次加重了

女生家长们的心理负担。又如上海的经正女塾在创办之

初曾引来方圆几里的流氓的频繁骚扰，该学堂的 20 名

女提调、女教习、女董事只得联名上书苏松太道和上海

知县，请求出示谕禁，以求保证女学的平安[2]286。由此可

见，近代女学这一新生事物所面对的来自男性世界的威

胁之大。二是这些教会学校的目的在于传播宗教，培养

基层的宗教领袖，使更多的中国民众加入到基督教会里

来。而中国民众一直敌视洋教，对于相信洋教和皈依洋

教者也持敌视态度，这从各地不断发生的教案就可以看

出来。所以教会女子大学这一个小型的宗教群体，还要

与外界的非教会人群抗衡，学校也会由于浓厚的宗教气

氛而与中国民众有一定的隔膜。三是教会女子大学在草

创时期大多条件很差，资金短缺、校舍破败、图书仪器短

缺、教员人手不足，生活条件并不理想。在此困境之中，

更需要全校师生精诚团结，像一个家庭一样来共同应对

眼前的困境。四是这些教会女子大学有着浓郁的宗教氛

围，这些大学的创办者都有坚定的基督教信仰，坚信正

义与美好的未来，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充满信心地向着光

明和爱的方向前行。这样的信仰，使得教会大学的师生

们有着近乎孩子般的天真和简单的心态，她们珍惜情

感，珍惜事业，对工作和同事充满关爱之情。所有这一

切，都是教会女子大学产生“亲情化管理”的基础。
同时，因为教会女子大学是女性的天地，学校的课

程和校园文化也按照女性需求与标准来制定，女子在这

里占有着全部的教育资源和绝对话语权。这里的女性可

以摆脱男性的制约，充分地享受她们的身心自由与自我

管理，可以决策、领导、策划各种事物，并进一步发现了

女性的能量。可以说女性在近代女子教会大学里得到了

最大的自由空间，“女生可以组成团体，可以独立地向校

方提出意见，可以自主地决定参与或不参与校内甚至校

外的活动，可以代表自己的学校在学联的会议上与男生

们争论甚至可以否决其他学校的提议。”[3]103 这些实践，都

使女性形成了更加独立自主的意识，让她们对自己更自

信。因此用女性温和的性别特征去管理自己的学校，使

自己的教育环境带上与众不同的气息，也是教会女子大

学呈现给社会的一种精神风貌。
二、教会女子大学的亲情化管理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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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亲情化管理”的历史资料最多的是金陵女子

大学，从现在的资料来看，该校的“亲情化管理”是自上

而下的一种校风，共由三个层次所组成。
1.校长的亲情力量。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以“厚

生”为办学理念，并作为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厚生”一
词源自《新约》的《约留福音》第 10 章第 10 节：“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其意与耶稣所说

“我来不是要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含义相近。德本

康夫人在对“厚生”一词作出解释：“‘厚生’就是在各个方

面得到至善至美的发展。金女大用‘厚生’放在多项发展

中，学生人格的塑造，基督生命的培育最为重要。获取丰

盛生命的学生才懂得给人类社会多做贡献。”吴贻芳也

曾解释“厚生”云：“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

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

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出之而更丰满。”其实，“厚

生”的校训核心就是一种以奉献精神为价值观的和谐社

会的精神，旨在要金陵女子大学的每一个人都充满对他

人的爱心，对社会的责任感，从而使这所大学成为一个

充满亲情的所在。所以在金陵女子大学，“和谐与亲密”
一直是校园的关键词，校长吴贻芳一直保持着对校园每

一个成员的关爱。吴贻芳经常深入学生之中，了解学生

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与学生谈心。吴贻芳有意在高等学

府中营造一种别开生面的讲座，即由教师向新生介绍

“金陵的家庭生活”，这说明吴贻芳有意识地将这种“家

庭生活”作为金陵女子大学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加以弘

扬。在吴贻芳执教的 20 年里，她可以叫出数以百计的学

生的名字，使校长与学生之间充满着母女般的情谊。1948

年，即吴贻芳执掌金陵女子大学 20 周年之际，毕业生向

校长献词时多以“慈母”、“贤母”称之。民国时期，大学里一

直学潮不断，不少大学的学生与学校领导经常处于一种

紧张对立的状态。学生驱逐校长的事亦时有发生。如五四

以后，清华曾发生过“九年清华，三赶校长”的学潮，北京女

高师学生与校长杨荫榆之间的冲突更是轰动一时。而在

金陵女子大学，学生与校长之间从未发生过大的冲突，这

就是校长吴贻芳的亲情式管理的效果[4]202。
2.教员的导师制度。吴贻芳主张：“本校素来主张学

校家庭化，学生在校不啻在家庭中，一切训导以此为目

标，故有金陵大家庭之称”。所以，在金陵女子大学实行

导师制“密切了学生与学校的关系”，培养了“家庭精神”。
金陵女子大学推行导师管理制，导师也称之为“顾问”，分

为班级顾问和学生顾问两种。学生入学之初，都有一位

教员担任她的导师。一位导师带 7 至 15 名学生不等，负

责指导解决学生生活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学生导师平时

应当安排时间对学生进行个别谈话与个别指导，了解学

生所学的课程与学生和学习成绩，掌握学生的身体健康

状况及品行。班级导师要定期举行学生的座谈会与讨论

会，做团体生活之训导。学生毕业时，导师的训导证书是

学生毕业的必备条件之一。在中国第二历史博物馆的馆

藏档案中，保存着一份金陵女子大学征求教师意见表。
表中详细制定了关于学生的天资品德、学习能力、纪律

情况、身体状况等各种情况的问询，可以看出金陵女子

大学对学生全方位的关注。同时校长吴贻芳率先垂范，

亲自担任了 1928 年学生的班级顾问，以促进导师制度

的更好推行[5]143。
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导师在亲情化管理中扮演着

家长的身份，导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一种母亲与孩子的

依赖关系。导师的宿舍都在学校里，学生随时可以见到

导师并与之近距离接触，导师除了关心学生的学习和健

康之外，更要给学生以家庭的温暖，所以导师与学生之

间会经常以餐饮的方式聚会，在导师精心准备的茶点会

上，师生打开心扉说出了心底话，会使师生在情感上拉

得更近些，一种家庭般的氛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正如

1939 年的学生张滢华回忆起自己的导师刘恩兰时所说：

“在家里母亲重男轻女，到刘老师跟前才第一次享受到

母爱。”
3.学生的姐妹班形式。金陵女子大学和华南女子文

理学院都有学生之间结成姐妹班的传统。其具体的做法

是：每当新生入校前，高年级学生很早就着手准备欢迎

新生的招待晚会，期待在欢乐的气氛打消新生对环境的

生疏感，并让她们从热忱的“前辈”身上感受到和谐亲密

的学校精神。新生入校之后，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学生要

与一年级新生以抽签的方式结成姐妹班，学生之间要以

“姐妹”相称，高年级的姐姐与初来乍到的妹妹同住，指

导新生生活和学习，这样即可以使高年级学生学会照料

他人，也能使新生很快适应校园生活，迅速形成团结互

助的友爱精神，培养学生的群体归属感。这种学生与学

生之间的亲密关系，培养了她们之间的手足之情，以至

于毕业后历时多年，有些同学仍保持着亲密的姐妹之

情。校长吴怡芳说：“新生住的房间里一定要有一个三年

级或四年级的‘姐姐’同住，便于在各方面照顾她们，使这

些新来乍到的‘妹妹’能很快习惯新的生活。”经过这种

亲密无间的校园生活之后，第二学年开学之前，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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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着开学返校，以便和姐姐妹妹们团聚在一起。经过

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生活之后，女生们不再只埋头于书

本和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她们开始将关注的视

线投向周围人群及社会，已从先前那种冷漠、思乡的女

孩成长为开朗、热情的金陵女儿了[6]69。
三、教会女子大学的亲情化管理的效果

教会女子大学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

其所形成的亲情化管理也酝酿出了教会女子大学的团

结氛围和良性发展的态势，并树立了中国社会新女性的

形象，其具体的效果如下。
1.校友爱校如家。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第一任华人

校长王世静留学美国，接触过西方文化，其办事作风干

练泼辣，颇有女强人之风范。但更让美国基督教差会对

王世静刮目相看的是她对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情感。王

世静把华南女子文理院当成了自己的家，她说过：“过去，

将来，我都属于华南”，“我是这所学院培养的，对她的感

激实在难以言表”。为了学院，她宁愿放弃厦门大学的高

薪聘请而来母校任教，1927 年 8 月间，在国民党政府举

行的招待美国教育特派员的晚宴上，为了保护母校的利

益，王世静当着美国驻福州领事以及福建省国民党军政

大员的面慷慨陈词，一位在场的美国传教士兴奋地描述

道：“这位留着短发，受过美式教育的年轻人站起身，说她

曾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一位基督徒……中国过

去可很少有女性敢于这样表达意见的。”[4]210

2.师生们都有社会责任心。一位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的毕业生在回忆中写道：“华南给我们非常崇高的理想

和人生规则，后来不论生活在哪里，这个谆谆教导总在

我们耳际回响。它帮助成就今天的我们，并通过我们给

下—代。”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 19 世纪的 30 年代，曾成

立了社会服务部和农村妇女服务部，多次组织学生到农

村组织扫盲工作，定期邀请劳动妇女来校参观，还为基

层妇女提供医疗保育的服务。抗战时期，校长王世静组

织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师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组织在校

师生节衣缩食，平均每人认购十块银元的救国债券[4]229。
这即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对社会工作的参与，也是华南

女子文理学院师生的爱心与责任心的体现。
3.每个人都为母校的发展着想。亲情式管理产生了

家庭式的凝聚力，使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忘掉了对家乡

的思念，真诚地投入到这个大家庭里，真诚地关爱自己

身边的姐妹或学生，并主动地为学校的发展做贡献。如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校长王世静就是一位亲情教育的

榜样，在艰苦的抗战环境里，王世静把自己的房子腾出

来当学生宿舍，并细心地亲自筹划学校的每一笔开销，

尽可能地让大家都生活得舒适一些。曾任教于华南女子

文理学院的陈颐回忆云：“在这八年抗战的困苦生涯中，

我们的家长———王院长———深切了解家庭经济的用度，

知道如何开支合理化，节俭而不流于吝啬，舒适而不流

于奢靡，这种经济原理，她是有很丰富的经验的。”正是

基于对母校的爱，在抗战的烽火之中，一批如余宝笙、吴
芝兰、陈佩兰、邓锦屏等已在美国获得博士、硕士的校

友，先后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来母校任教，这就是华南

女子文理学院的亲情教育所产生的良性循环。又如金陵

女子大学的外籍教师伊丽莎白·高切尔小姐利用课余时

间为花园修剪枝叶、栽种花木，硬是把一处阴暗荒凉的

乱树林改造成了赏心悦目的景点，供师生们娱乐休闲所

用。后来，经过进一步的修整，这处小花园也成了金陵女

子大学的风景点，许多重要的招待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总而言之，近代教会女子大学的创办和发展，是中

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端，因其教育内容的进步性，客观

上起到了传播西方文明、冲击传统中国文化、启迪女性

认识世界，接受科学思想的作用，也为现代中国女子教

育的发展提供基础与借鉴。教会女子学校提供的“亲情

化”管理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对社会大众的关心之情

和奉献精神，也使教会大学与当地的民众有了更好的对

接。总之，教会女子大学之所以最终在近代社会发展起

来，是因为它在客观上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

需要，教会女子大学所实施的“亲情化”管理模式，也是

在这种语境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管理经验。靠着这种

亲情，教会女子大学在当时的“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

不平，火车装兵”的乱世里，共同度过了一无所有的创业

时期。女大学生们健康乐观自信大方，与母校舟共济，情

深谊长。由此可见，“亲情化”管理对稳定学校局面、促进

女子教育的发展起到过相当大的作用，也与当时社会的

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产生了深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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